柳无垢也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了开国大典
■ 汤雄

一、产生疑问
杨逸在2006年第8期上海《档案春秋》上发表了《杨逸：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2010年第6期的《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她口述、由朱晓明、臧庆祝记录整理的题为《陪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的文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她1949年8月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全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的往事。

这两篇文章中出现的“宋庆龄动身去北平是在1949年8月下旬。她从上海出发的，乘坐火车专列，由邓颖超、廖梦醒、华东局办公厅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和我四个人全程陪同、护送”的文字，明确了当时柳无垢并没一起陪同宋庆龄北上。

笔者对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为柳无垢家乡的“柳亚子纪念馆”和《黎里镇志》上，都分明写（标）有“1949年8月，柳无垢陪伴宋庆龄北上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为她翻译文件和信件”的字样。

二、宋庆龄称她为“大姊”
柳无垢（1914~1963）是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的次女，江苏苏州吴江黎里镇人。1927年9月，她随父亲流亡日本；1928年9月重返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贴标语、办壁报等活动，宣传抗日，还参加了上海中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活动。1932年9月，柳无垢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1935年3月11日，她被北平国民党部逮捕，经营救释放后返回上海；同年9月，柳无垢去美国求学，在佛罗里达州等地读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柳无垢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上海中华女子职业学校任教；1938年8月，在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工作，任研究员。

1939年1月，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陈翰笙任执行秘书，陈乙明任司库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

宋庆龄的工作更忙了，光靠廖梦醒一个秘书已难以应付。为此，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廖梦醒于当年9月向远在上海的好友柳无垢发出邀请，请她去香港一起担任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以抗战大局为重，把幼子交给母亲郑佩宜照管，自己独自乘船前往香港，与廖梦醒共同担任宋庆龄的文字秘书。

爱泼斯坦曾在他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中这样记录柳无垢：

“我认识柳无垢是在香港，时间是1939年至1941年。那时她在宋庆龄同志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我负责保盟的英文宣传工作，我们成了同事和朋友。她曾对我谈起她参加北平学生运动及后来被捕的事。她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中国留学生中积极从事支援‘救国会运动’的活动。除了在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大学读正规的大学课程外，她还到美国极南部亚拉巴马州‘联合学院’暑期学校去上课。无垢个子小、身体弱，但她的精神是坚强的，思想是清晰敏锐的。”

 1941年12月8日，香港沦陷。就在这天上午7点55分，香港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不久，36架日机飞临九龙上空，向金钟兵房投下了第一枚炸弹。顿时，在南海万顷碧波中沉睡的香港被激烈的枪炮声、剧烈的爆炸声所惊醒。

原来，头一天凌晨4时45分，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大获成功，正式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为配合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中途岛、新加坡、马尼拉、香港等美英军事基地。

日军在香港启德机场投下的炸弹，打碎了脆弱的和平。仅数分钟，驻港英军仅有的三架鱼雷轰炸机、两架水陆两用机被炸毁，驻防在南海的英军旗舰“俄尔斯王子”、“击退”号舰艇也被炸沉。与此同时，集结在深圳河沿岸一带的日军第三十八师团精锐1.5万人，立即兵分两路，沿青山公路和广九铁路南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

 1942年1月9日下午，柳无垢和她的父亲柳亚子等人化装成难民逃离沦陷的香港。离港后，柳亚子父女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向海丰马宫转移。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何香凝、经普椿（廖承志夫人）和两个孙子（廖承志的儿子）。何香凝、柳亚子年迈体弱不宜长途跋涉，必须走水路用船护送。地下党员潘柱找到交通员谢一超，命他执行这项任务。一行人乘小船好不容易才漂到长洲岛，又换了一艘由港九游击队联系的有三条桅杆的大机帆船，转往汕尾。因为当时敌人要没收一切机器，船主只好把机器拆下，沉人海底，机帆船变成了布帆船，完全靠风力行驶。这样一来，本来两三天就能到达的航程，由于海上无风，竞在海面漂泊了七天七夜。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听任狂风暴雨的摆布，时刻走在死亡的边缘。船上的淡水和食物都吃完了，大家心急如焚，幸而碰上东江游击队的船只，他们听说船上坐着何香凝老太太，当即送来烧鸡、鸡蛋、奶粉和几箩筐番薯，并装足了淡水。

 海丰人民得知何香凝脱险，兴高采烈地欢迎她，何香凝在海丰红场演讲宣传抗日救亡。消息传出，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专程赶来，把何香凝一家接走，护送到韶关。柳亚子父女则转往大后方。

柳无垢辗转到达广州桂林后，先在桂林中学高中部任英文教师；1945年，入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当年9月，她由桂林来到重庆，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抗战胜利后，她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1949年1月，她曾为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充当信使。

上海解放后。柳无垢与宋庆龄的联系更为密切。1949年“七一”前夕，宋庆龄将自己撰写的自由体英文诗交她译成中文。这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诗词，后来由邓颖超在“七一”晚会上代为朗诵（即《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1949年8月，柳无垢陪伴宋庆龄北上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与开国大典，会议期间为她翻译文件和信件。

1949年11月，柳无垢来到新中国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秘书长，后在全国民主妇联国际部任联络秘书。1952年5月，她仍调回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政策委员会、研究室、新闻司等任秘书科长等职。1954年后，她参加了宋庆龄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的翻译工作，还以郑留芳的笔名撰写《美帝对台湾侵略》等书。

柳无垢一生著有《现代英语会话》，翻译萨洛杨《人类的喜剧》、《阿莱罕姆短篇小说集》、《大年夜》、《再会》、沃尔夫的《裘儿》(英汉对照)等著作，与姐姐柳无非合编有《柳亚子诗词选》。

有关柳无垢出色的英文翻译才能与文学才华，邱茉莉（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已故夫人，曾任《中国建设》编委）在1952年12月5日致宋庆龄的一信中有所反映：“……我认为柳无垢是个很有用的人，可以在紧急的时候代替贝蒂·李（李伯梯，1951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同年5月参加《中国建设》筹建工作。后任该杂志总编辑）。……”

周恩来总理也在他1952年11月30日致宋庆龄的信中提到了柳无垢，表达了对她工作的认可：“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方改出，现即送上，请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或金仲华同志。”

柳无垢尽管因身体原因与工作需要离开了宋庆龄，但在繁忙的工作之间仍想念着宋庆龄。1951年，柳无垢的身体情况已不容乐观了，但她还是表示了随时听从召唤、回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秘书的愿望。

柳无垢生病后，宋庆龄十分思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似乎从来没把柳无垢当做自己的文字秘书，而是把她看做“大姊”。1951年8月3日，宋庆龄在致罗叔章的信中写到：

“罗大姐：

  顷带来的文件、信件、高丽参和薪金都收到了，谢谢！柳无垢大姊说您的面部肿，我希望您不要忽略，应去看医师，并小小治疗才好……”

惜乎柳无垢饱受痼疾折磨，于1963年病逝于北京。关于她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的友人在悼词中称赞她“忧国伤时类乃翁，柔肠侠骨气如虹”。

笔者有理由相信：当年柳无垢是应该陪同宋庆龄一起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因为一是宋庆龄从1949年8月28日到北京，直到当年10月16日离开北京，专车过南京时谒中山陵留宁一日，于10月17日回上海，这期间整整49天，肯定有大量的翻译文件和信件要处理，她身边不可能没有一个文字秘书的；二是杨逸自己也在这篇《陪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的文章中有“我文化水平较低，那时候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自述，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文秘工作的。

会不会是时年87岁的杨逸的这篇由她口述、由朱晓明、臧庆祝记录整理的题为《陪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回忆有误？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厘清。　　　　

三、解开疑问
为此，笔者于2014年5月9日上午，拨通了时年91岁的在上海博爱医院住院的宋庆龄原秘书刘一庸妈妈的电话，向她进行了咨询。然而，思路清晰的刘一庸表示：这事她不清楚，与她最亲密的黎沛华也从来没提及过，就连杨逸这个名字，她还是第一次听说。

当天下午，笔者费尽周折，终于拨通了原南京理工大学退休的柳光辽家中的电话，与时年77岁的柳教授通上了电话。

柳教授肯定地回答道：“根据我母亲的日记记录，我母亲是绝对陪同宋庆龄一起前往北京出席全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的。关于杨逸这个名字，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柳教授提醒笔者：有关这个重要的情节，一可以通过现存北京现代文学馆中柳无垢亲笔写下的六万字中文自传手稿；二可以通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近代文献部编、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柳亚子家书》得到佐证。书中明确写着：“1949年春，受当时在香港的金仲华转达，为毛主席、周总理转达给孙夫人，并取得孙夫人的回信。5月上海解放，9月随孙夫人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入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直至1963年11月在北京逝世。”

柳教授还告诉笔者：当年他母亲只是秘密兼任宋庆龄的文字秘书的，她真正的身份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组编译员。美国总领事馆在知道柳无垢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开国大典后，就把柳无垢的职务解除了。1949年11月，失去工作的柳无垢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任秘书长，一条是新中国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秘书长。因柳无垢当时认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是“私人”的，而国家外交部是“公家”的，所以她选择了后者，于次月去了北京国家外交部政策委员会，担任了秘书长。

至此，一段困惑笔者的历史真相，终于厘清了。事情经过如下：

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已向宋庆龄发出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邀请电报。该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给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要他们设法转送给宋庆龄的。当时中共中央在指示电中指出：

“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审改电稿时还加上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附电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1949年1月9日”

两份电报均由周恩来修改审定。

接中共中央1月19日邀请北上的电报后，方方、潘汉年、刘晓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保证完成这项重大而又艰险的任务，决定派地下工作者华克之执行，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华克之秘密携带信件，潜赴上海，通过宋庆龄秘书柳无垢，把信件交给宋庆龄。据华克之事后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取得了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

那么，宋庆龄的英文复信是什么内容呢？

在《宋庆龄书信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文中有披露：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的来信之深厚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雄、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的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谨致

敬礼！

                                                 宋庆龄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信后有编者注明的“据中文原件”字样。　

四、进一步的补充与佐证
事到如今，来往信件内容都已清楚了。那么，它们又是怎样相互传递对到方手中的呢？

 对此，柳无垢的儿子柳光辽（1937年9月18日出生，苏州吴江黎里镇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兵器研究专家，其名是其时年50岁的外公柳亚子为他所起，寓意“光复辽宁”。他从小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他的一篇根据他母亲柳无垢的日记整理的题为《柳无垢向宋庆龄传送毛泽东、周恩来信件经过》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记录：

“华南局的领导人认真研究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地下工作战线的传奇式人物华克之执行。计划先接宋庆龄到香港，再和何香凝一起北上。潘汉年向华克之仔细交代了送信和护送的各项细节。华克之领受任务后，扮成商人，登上香港到青岛的外国货轮，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到达上海。他按潘汉年给的地址，到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法国公园（今上海复兴公园）对面的一幢西式住宅，找到柳无垢后，告以来意，托她帮助把一封信件交宋庆龄，并取回复信。

“柳无垢时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组任编译员，和上海地下党陈虞孙、冯宾符等有联系。1939年至1941年期间，曾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因此和宋庆龄相熟。对于向宋庆龄转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联名信的经过，柳无垢后来回忆：‘大概是1949年春吧，金仲华来香港后，说将有一位王先生来找我，要我帮助他。有一天早上，我正准备出门上办公室，那位王先生来了，交给我一封信，要我交给孙夫人。孙夫人是不大见客的，我虽和她相熟，但也不常见到她，仅仅和她有通信联系。我写信求见，告诉她有重要信件面呈，但她回信说，正因为打针，医生不准她见客，所以不能接见我。不得已，王先生要我明白告诉孙夫人，信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写给她的，希望她早日接见我。经过一星期的信件往回，最后得以到她家里，把信送交她，从她那里取得回信，交给王先生。

华克之虽然未能接送宋庆龄离沪赴港，但带回了宋庆龄的亲笔信。

柳光辽教授的这段回忆，是对柳无垢究竟有没有陪同宋庆龄北上之谜的进一步的补充与佐证！

当年6月27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指派，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两封亲笔信，和廖梦醒一起由北京坐火车前往上海，专程邀请宋庆龄北上。

当月29日，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两封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一起登门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在她位处上海市林森中路1803号（1950年改为淮海中路）的寓所里会见了邓颖超，“几次交谈后”，宋庆龄“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北上。 （见《宋庆龄纪念集》第60页，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礼》；《宋庆龄纪念集》第139页，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

当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陪同，乘火车离开上海赴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8月29日）

杨逸在《档案春秋》和《百年潮》两本杂志发表她的两篇文章后，先后被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出版的《回忆宋庆龄》与上海某报纸转载，也被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主办的2011年第一期（双月刊）《孙中山宋庆龄动态研究》内部资料选载，影响不小。笔者焚膏继唇写下这篇文字，希望得到重视。

